
 

五代前夜：

秦岐置州所见唐末“地缘政治”

张 达 志

摘    要    黄巢起义将安史乱后唐帝国勉强维系的地方秩序再次击碎，造成实质性的破坏。其后藩镇互相攻

伐，抢夺地盘，将唐末的天下划分成以朱温、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为首的势力范围，并由此塑

造五代十国的基本雏形。在大唐帝国即将崩溃的最后三年，居于梁、岐分界线一侧的乾、耀、鼎、翟四州的

意义，其历史角色的转换、时代背景的转换、并行关系到统属关系的转换、历史书写态度的转换等方面，均

有助于窥见唐末极其零星的州县置废史料背后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并诱发我们思考更深层次的话题。虽然

李茂贞没有建立正式国号，但行用唐天祐年号长达二十一年，与后梁存亡相始终。其不愿称臣又不敢称帝的

矛盾心理最值得玩味。地志材料所载李茂贞“僭行墨制”建置四州之时，朱温的势力已经具备作为地方政权

乃至王朝国家的基本条件。针对新的形势变化，李茂贞在此前强藩与强藩关系中需要考虑的军事攻防、户口

归集等问题，到天祐年间是否需要预见即将到来的政权与政权乃至国家与国家关系中全新的战略考虑，值得

引起充分重视。唐朝地方体制中一国之内各地区的州县置废，在五代时期则有可能蜕变甚至勾勒出具有边界

意义的前沿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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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政治史大致可分为中央与地方两途，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后者的研究相对前者颇显薄弱。个中

缘由，首先是史料的零散，诚如严耕望先生所言，“前世史家之侧重政治者，惟于中央为然；至于地方，

则殊忽略，史志所记有关地方制度之材料，以视中央，十不当一，其明征也”。①其次，自上而下的史籍

书写方式导致中晚唐藩镇以下州县层面的历史实态难以得到充分展现，相关论题更加难以推进。

中和四年（884），持续十年之久的黄巢起义落下帷幕，但此后“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置废，不

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②“ 藩镇擅相攻伐，不复禀命，以天子不足诉也。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

此始。”③大多数藩镇不但拥兵据位，而且不再追求朝廷授节，转而依附强藩。藩镇之间“区域性对

 

 

①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 年第 3 版，第 1 页。

②《旧唐书》卷 19 下《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720 页。

③范祖禹：《唐鉴》卷 11《僖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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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①同步进行，在不断的兼并扩张中，以“强藩”②为中心的新的政治区域逐渐成形，以朝廷为中心的

 “政治伦理”③被破坏殆尽。在此背景之下，李唐社稷业已日薄西山，二十三年之后最终走向灭亡。受限

于史料，这二十三年唐朝最后的历史极少有人关注，其间的地方变动更是难以完整呈现。《新唐书·地理

志》有言：“考隋唐地理之广狭、户口盈耗与其州县废置，其盛衰治乱兴亡可以见矣。”④在唐代地方行

政层级中，州县变动较小，且相对稳定，或许可以通过以点带面地解读零星的州县置废史料，为阐释唐末

五代历史演进提供切入点和参照系，适度拓展唐代地方政治史的研究空间。

一、从“事例”到“史料”

地方州县的建置与罢废，应当存在着一整套决策、出令、执行的行政运作流程，然后地方将执行的时

间和结果反馈给中央，成为登记在案的官方档案，再被史书编纂者编入史书相应篇章，成为流传后世的有

关州县置废的史料记载。但是，这一过程的细节在以朝廷为中心的史书书写体例中几乎得不到任何呈现。

考察相关典制文献，只有一件线索是明确的：史馆是汇集州县置废“事例”的专门机构，如《唐会要·史

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所示，在唐代的制度规定中，地方州县置废的情况由户部负责录送史馆，“有即

报”，确保信息的及时上报与汇总。州县置废与其他诸如天文祥异、蕃国朝贡、法令变改、硕学异能等

 “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

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⑤《 唐会要》并未明示此条记载的确切年代，但下一条的时间是德宗建中元年

 （780），因此我们基本上无法得知唐代后期史馆收集州县置废情况的周密性与连贯性程度。⑥五代后唐同

光二年（924）四月，史馆上奏称“本朝旧例，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合录事件报馆”中，州县置

废亦由“户部录报”。⑦及至宋代，州县置废情况依然由户部负责收集上报，“凡州县废置，户口登耗，

则稽其版籍”，⑧说明户部收集州县置废情况汇总上报史馆的制度从唐到宋都是持续进行的。

但是，在后续王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中，修史之前一般都要经历改朝换代的前朝末年的战乱和动荡，

其间州县是否有变动，变动出自朝廷旨意还是地方意志抑或叛乱阵营，州县置废信息能否顺利汇总到史

馆，史馆汇编的材料在战乱中能否幸存，都会成为正史纂修之初必须面临的史料残缺的严峻现实。后晋天

福六年（941）二月，宰相赵莹被任命监修规模齐全的唐代历史。⑨但是，“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

沸腾，两都沦覆，竹简漆书之部帙多已散亡，石渠金马之文章遂成残缺，今之书府，百无二三”，故赵莹

于四月上奏“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购求”；对于“山河易制，名类实繁，请下兵部职方，自开

元已来山河地理、使名军额、州县废置，一一条列，以凭撰述郡国志”。⑩由此可见，唐代后期州县置废

 “事例”作为正史“郡国志”“地理志”的史料来源，在《旧唐书》纂修之初已经散佚严重，后于开运二

年（945）仓促成书时，其中《地理志》的完善程度可想而知。清顾祖禹在比较《旧唐书·地理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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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灿浩：《唐末方镇之间的对抗关系》，《唐末政治变化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年，第 163−164 页。

②何灿浩指出黄巢起义以后唐末藩镇出现四种新的类型：强藩既兼并又干政、强藩只兼并不干政、强藩附镇、强藩属镇，四种藩镇数量不

均、实力悬殊，形成主镇、附镇、属镇三个层次并存的局面。参见何灿浩：《唐末方镇的类型》，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2 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年；收入《唐末政治变化研究》，第 103−119 页。

③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 年，第 383 页。

④《新唐书》卷 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960 页。

⑤王溥：《唐会要》卷 63《史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285−1286 页。

⑥张达志《从史馆到中书−中唐李景俭案的政治空间》（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冻国栋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32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一文对唐代史馆的信息收集与情报汇聚问题有所探讨，可作参考。

⑦王溥：《五代会要》卷 18《诸司送史馆事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93−294 页。

⑧脱脱等：《宋史》卷 163《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848 页。

⑨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唐代官修史籍考》，黄宝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70 页。

⑩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 557《国史部·采撰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66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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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地理志》后认为，“刘昫《唐志》略于天宝以后，欧阳氏略于天宝以前”。①在此前提之下，

我们再来反观残存在地志材料中的唐末州县置废信息，更显其史料制作的偶然性与弥足珍贵。但是，越是

稀见，就越是需要加倍谨慎地鉴别不同史书记载的史料来源。

有鉴于此，在全面系统梳理唐代后期州县置废情况的基础上，我们特别留意到唐朝灭亡前夕，与其他

地区或阙失或零碎的记载相比，李茂贞建置新州的史料相对集中。如所周知，李茂贞原名宋神通，僖宗光

启二年（886）赐姓，名茂贞，并于昭宗时先后被封为岐王、秦王。因此，我们选用“秦岐”来指代李茂

贞，并对应李茂贞所控制的以凤翔为核心的地域范围。②兹据史籍所载，将相关史料列表铺陈，试图在有

限的文字信息之外，努力探求更深层次的时空意涵，并祈求教方家。

 “表 1”所列史料均未见于《旧唐书·地理志》，且错综混乱之处所在多有。其中，乾州建置的诸条

史料更是互相矛盾，未明其后沿革变化及其与李茂贞的关系。乾宁二年（895）置乾州，后覃王出镇，建为

威胜军，这条脉络较为清晰。但是，《太平寰宇记》“乾州条”载：“唐末李茂贞建为乾州。乾宁中，以

覃王出镇，建为威胜军。”这种表述容易使人产生乾宁二年李茂贞建置乾州的误解，且没有乾州罢废的信

息。而宋敏求所撰《长安志》对于厘清混淆非常关键，吴松弟先生即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凤翔府盩厔

县条“乾宁中隶乾州，天复元年来属”以及《长安志》对乾州的记载，指出正确的顺序是：乾宁二年置乾

州，天复元年（901）曾废，天祐中复置。③因此，《太平御览·州郡部》较为含糊地记为“唐末李茂贞建

之为留后”，《新五代史·职方考》更为简略“李茂贞置”，具体时间所指均非乾宁二年，而应是天祐年

间。“表 1”所列有关乾州置废的其他史料均未明言天祐中李茂贞曾复置乾州，而《长安志》是我们能够

将乾、耀、鼎、翟四州作为天祐年间李茂贞系列置州举措进行整体考察的关键证据。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其

中“天祐中，李茂贞墨制以奉天县复乾州”一句的具体史源，但宋敏求编撰《长安志》的初衷在于弥补唐

韦述《两京新记》只叙长安古迹的缺憾，并广泛搜集整理与长安有关的历史实录、传记、家谱、古志、古

图、碑刻、笔记等材料，应该是有确切依据并足以征信的。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天祐三年李茂贞置鼎州，但《长安志》却载鼎州

置于“天复中”。结合《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我们或许可以适度推测，李茂贞曾以华原县置茂州，或许

与李茂贞的名字有所关联，以其养子温韬为刺史，后来在天祐年间才改为耀州。其他史料均载李茂贞直接

建置耀州，未提之前的情况。华原县与美原县临境，是否有可能李茂贞先在天复年间置过鼎州，与茂州同

步，后来在天祐年间又与耀州同步建置，所以在史料中绝少提及天复中。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但我

们还是不倾向于仅简单排比出“天复”与“天祐”的一字之差并断言二者必有一误的作法。

理顺李茂贞建置乾州的确切时间段对于本文展开论述非常重要。如“表 1”所示，耀州和鼎州的建置

几乎同时，大多史料将时间记为“唐末”，《新唐书·地理志》精确到“天祐三年（906）”，如果我们认

定李茂贞复置乾州是在“天祐中”的话，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太平寰宇记》与《新唐书·地理志》所

载“唐末”置翟州，也发生在“天祐中”。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李茂贞僭行墨制建置乾、耀、鼎、翟四

州同为发生在天祐三年的统一行动。为慎重起见，我们暂且将四州建置的时间聚焦在唐朝历史真正的尾声−
天祐年间。天复四年（904）闰四月改元天祐，八月昭宗被弑，哀帝即位，至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灭

唐，建立后梁，④此三年期间，正可谓“唐梁之际”，亦可称“唐五代之际”，故曰“五代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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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凡例》，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3 页。

②王凤翔指出李茂贞割据政权无国号，史书多以“岐”“凤翔”或“秦”称之，与李茂贞父子割据地域的历史习惯称谓及其封号有关：凤翔

旧称为岐，关中则称为秦；李茂贞父子又曾先后封爵秦王、岐王。我们赞同使用“秦岐”这一指代概念，但对“秦岐政权”的提法有所保

留。参见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年，第 74 页。

③吴松弟编著：《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0 页。另，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 262“唐昭宗天复元年

十一月条”（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8580 页）载有天复元年曾废乾州的一个旁证，朱温围攻凤翔期间，李茂贞曾于天

复二年（902）八月“庚戌，出兵夜袭奉天，虏汴将倪章、邵棠而归。乙未，茂贞大出兵，与朱全忠战，不胜；暮归，汴兵追之，几入西

门。”奉天即建置乾州后的州治所在，或许可以说明当时不存乾州之名。

④《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80、782、786、8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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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秦岐置乾耀鼎翟四州史料表

州 地志史料 出 处

乾州

 “（《五代史》）又曰：（乾州）本唐之奉天县也。唐末李茂贞建之为留后，

唐因之不改。”

 《太平御览》卷 164《州郡部一〇》，

第 799 页。

 “本京兆奉天县，唐末李茂贞建为乾州。乾宁中，以覃王出镇，建为威胜

军，割奉天、好畤、武功、盩厔、醴泉等五县，以隶焉。至庄宗同光年中改

为刺史，属凤翔，其武功、醴泉二县还京兆府，盩厔入凤翔，只领奉天、好

畤二县。”

 《太平寰宇记》卷 31《关西道七》，

乾州条，第 670 页。

 “乾宁中置乾州于此（奉天县）。今为郭下县。”
 《太平寰宇记》卷 31《关西道七》，

乾州奉天县条，第 671 页。

 “乾宁二年以（奉天）县置乾州，及覃王出镇，又以畿内之好畤、武功、盩

厔、醴泉隶之。”

 《新唐书》卷 37《地理志一》，京兆

府奉天县条，第 963 页。

 “乾宁元年，以乾州置威胜军节度。”①
 《 新 唐 书 》 卷 64《 方 镇 表 一 》， 第

1790 页。

 “乾州，李茂贞置，治奉天县。”
 《 新 五 代 史 》 卷 60《 职 方 考 》， 第

740 页。

 “乾宁二年，以（奉天）县置乾州。及覃王出镇，又以畿内之好畤、武功、盩

厔、醴泉隶之，寻并复旧。天祐中，李茂贞墨制以奉天县复乾州，领奉天一

县。梁乾化中，升为威胜军，析奉天、好畤、武功、盩厔、醴泉五县隶焉。”②

 《 长 安 志 》③卷 19《 县 九· 奉 天 》，

第 563 页。

耀州

 “《五代史》曰：耀州本京兆府华原县。唐末，李茂贞据凤翔，僭行墨制，

建为耀州，以义胜为军额，命温韬为节度使。”

 《太平御览》卷 164《州郡部一〇》，

第 799 页。

 “本雍州之域……后为华原县。汉、魏至唐，皆为畿甸。唐末，李茂贞据凤

翔，僭行墨制，建置耀州，仍为义胜军节度使，割同州美原为鼎州，以为属

郡，温韬为节度使。梁贞明元年，韬降于梁，乃改耀州为崇州，义胜军为静

胜军，又改鼎州为裕州，依旧以温韬为节度使。后唐同光元年改为耀州顺义

军，并割雍州之富平、三原、云阳、同官、美原以属焉；三年降为团练州。

周显德中降为刺史。至皇朝升为感德军节度。”

 《太平寰宇记》卷 31《关西道七》，

耀州条，第 658 页。

 “后唐同光初于此置耀州，（华原）县属焉。”
 《太平寰宇记》卷 31《关西道七》，

耀州华原县条，第 660 页。

 “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京兆府华原）县置耀州。”
 《新唐书》卷 37《地理志一》，京兆

府华原县条，第 964 页。

 “耀州，本华原县，唐末属李茂贞，建为耀州，置义胜军。梁末帝时，茂贞养

子温韬以州降梁，梁改耀州为崇州，义胜曰静胜。后唐复为耀州，改曰顺义。”

 《 新 五 代 史 》 卷 60《 职 方 考 》， 第

738 页。

 “耀州，李茂贞置，治华原县。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复为耀州。”
 《 新 五 代 史 》 卷 60《 职 方 考 》， 第

740 页。

 “天祐三年，李茂贞据凤翔，僭行墨制，以华原县置耀州，建义胜军节度，

领华原一县，析同州美原县为鼎州，以为属郡。梁正（贞）明元年，改耀州

为崇州，义胜军为静胜军，鼎州为裕州。”

 《 长 安 志 》 卷 19《 县 九 ·华 原 》， 第

570 页。

鼎州

 “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京兆府美原）县置鼎州。”
 《新唐书》卷 37《地理志一》，京兆

府美原县条，第 964 页。

 “美原，故属同州，李茂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为裕州，属顺义军节度。后

不见其废时，唐同光三年，割隶耀州。”

 《 新 五 代 史 》 卷 60《 职 方 考 》， 第

742 页。

 “天复中，李茂贞墨制以（美原）县为鼎州。梁正（贞）明初，改为裕州，

隶崇州。”

 《 长 安 志 》 卷 20《 县 十 ·美 原 》， 第

605 页。

五代前夜：秦岐置州所见唐末“地缘政治”

 

①《新唐书·地理志》载乾宁二年先置乾州，后覃王出镇，以乾州建威胜军；而《新唐书·方镇表》却载乾宁元年即已置威胜军节度，存疑。

②疑《长安志》所载此“梁乾化中，升为威胜军，析奉天、好畤、武功、盩厔、醴泉五县隶焉”一句与“乾宁中，以覃王出镇，建为威胜

军，割奉天、好畤、武功、盩厔、醴泉等五县，以隶焉”之意相混淆，结合其他史料分析，《长安志》“乾化中”误，威胜军号在唐代即

已出现，而非延至后梁方才设置。

③宋敏求：《长安志》，《长安志·长安志图》，辛德勇、郎洁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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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边缘”到“边界”

唐朝的最后三年，发生了一件动摇国本的大事，即迁都洛阳。此前，王朝政治中心在京师长安，①

 “昭宗冀以‘纵横术’来获得新的平衡，因为没有哪个集团强大到足以藐视他人，然而任何平衡总有无法

改变的基本缺陷：朝廷的‘纵横’行动背后已经没有了权威。”②从长安西北到西南的广大区域不断被李

茂贞所蚕食，坐拥关中“四塞之地”，以致朱温、王建均无法攻取凤翔。③至乾宁元年（894），盘踞凤翔

的李茂贞已“有山南梁、洋、兴、凤、岐、陇、秦、泾、原等十五余郡，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颇有问鼎

之志”。④光化三年（900），刘季述、王仲先幽禁昭宗，光化四年（901）正月，昭宗反正。二月，“制

以全忠检校太师、守中书令，进封梁王。”四月，改元天复。“李茂贞自镇来朝，赐宴于寿春殿，进钱数

万缗。时中尉韩全诲及北司与茂贞相善，宰相崔胤与朱全忠相善，四人各为表里。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

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⑤

天复元年（901）十一月，岐王李茂贞迎昭宗至凤翔，引发梁王朱温对凤翔的猛烈攻讨，岐军连败。朱

温由长安“至凤翔，军于城东”，后又“移兵北趣邠州”，“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请降，复姓名杨崇本。全

忠质其妻于河中，令崇本仍镇邠州”。⑥李茂贞向“联盟”⑦盟友河东李克用求援，朱温暂时折返。天复

二年（902）五月，在摆脱李克用的掣肘之后，朱温又“自引汴军五万西征”，六月，拔凤州，“进围凤

翔，遣判官入城迎驾”。岐军再战再败，“茂贞繇是丧胆，但闭壁而已”。⑧凤翔围困战长达一年之久，

即“李茂贞墓志”所载之“逐大憝于关中”，⑨李茂贞的每战辄败使凤翔城中军民及昭宗皇室均陷入极度

困境，至十二月，“邠、宁、鄜、坊等州皆陷于汴军。茂贞惧，谋诛内官以解”。双方争夺天子的战争以

朱温获胜而告终，天复三年（903）正月“天子遣中使到全忠军，茂贞亦令军将郭启奇来达上欲还京之

旨”，随后“车驾出凤翔，幸全忠军”，并于当月返回京师。⑩昭宗在凤翔停留的时间约一年两个月，这

段时间对于朱温来说，无疑最受刺激，并深刻体会到京师距凤翔过近，离自己的大本营大梁太远，在“挟

天子以令诸侯”方面明显居于下风。因此，迁都的动议应该在昭宗幸凤翔时即以成形。而一旦迁都，李茂

贞相比朱温的政治优势将荡然无存。事实也的确如此，李茂贞与昭宗失之交臂后，军事上的不断败退使其

续表 1  秦岐置乾耀鼎翟四州史料表

州 地志史料 出 处

翟州

 “唐末，李茂贞建为翟州。梁开平三年改为禧州，又改其县为昭化县。后唐

同光元年复为鄜城县，依旧隶鄜州。”

 《 太 平 寰 宇 记 》 卷 35《 关 西 道 十

一》，鄜州鄜城县条，第 738 页。

 “唐末以（坊州鄜城）县置翟州。”
 《新唐书》卷 37《地理志一》，坊州

鄜城县条，第 971 页。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09 Sep  2019

 

①杜文玉指出黄巢攻陷长安以后，唐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地区已经沦落为地方性政府，政令不能通行全国，不能掌控全国财政，导致西北地

区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关中已不再是全国军事防御的重点。因此，从唐末的政治与军事形势看，至迟在黄巢失败后不久，

全国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向东转移。参见杜文玉：《唐末五代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人文杂志》2011 年第 2 期；收入杜文

玉主编：《西北地区历代地缘政治变迁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亦收入杜文玉：《唐宋史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5 年，第 28 页。

②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上海：中西书局，2014 年，第 25 页。

③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第 130 页。

④《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51 页。

⑤《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72 页。

⑥《资治通鉴》卷 262“唐昭宗天复元年十一月条”，第 8563−8564 页。

⑦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编：《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811 页。

⑧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 2《梁书·太祖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32 页。

⑨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编著：《五代李茂贞夫妇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52 页。

⑩《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71−7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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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复“凌弱王室”①的盛气。

昭宗还京师后，朱温屯于河中。但昭宗回京不到一年，天复三年十一月，“邠州、凤翔兵士逼京畿，

汴军屯河中”，如“图 1”所示，凤翔府与河中府距离京师的空间距离基本相同，正说明双方的博弈与较

量处于白热化的程度。李茂贞不肯善罢甘休，朱温则加紧了迁都的步伐。②十二月，朱温命朱友谅杀崔

胤、张濬等可能会反对迁都的七人，并于天复四年（904）正月“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同

时，“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昭宗同月从京师出发，二

月朱温还“辞赴洛阳，亲督工作”，③“ 率诸道丁匠财力，同构洛阳宫，不数月而成”，④足见对迁都洛

阳的重视程度，势在必行。虽然昭宗试图借故拖延到十月，⑤但迫于压力还是在同年闰四月经由陕州抵达

洛阳，迁都洛阳正式告成。同月，改天复四年为天祐元年。
 
 

图 1    秦岐置州与 907 年后梁形势图⑥

 

然而，天祐元年（904）八月，昭宗即遇弑。“自帝迁洛，李克用、李茂贞、西川王建、襄阳赵匡凝知

全忠篡夺之谋，连盟举义，以兴复为辞。而帝英杰不群，全忠方事西讨，虑变起于中，故害帝以绝人

望。”⑦也许李茂贞“人望”的焦点即为天子，但大势已去，为时晚矣。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朱温来讲，

形势的变化使得迁都的战略意义远远大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只要象征王朝政治中心的首都从地理方位

上远离凤翔，临近大梁，汴军相比岐军的优势地位就再也无法撼动，昭宗也就再无利用价值。虽然迁都之

初何皇后曾谓昭宗曰“此后大家夫妇委身于全忠矣”，⑧但迁都后反而连委身都不可得。反之，对于李茂

贞来讲，随时出入京师的便利条件却一去不复返。渡边信一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帝国的编制，是中心

五代前夜：秦岐置州所见唐末“地缘政治”

 

①《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77 页。

②《旧五代史》卷 2《梁书·太祖纪二》（第 34 页）直接将朱温迁都的原因归于李茂贞：“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朱温）因是上表坚请

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从之。”

③《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77−779 页。

④《旧五代史》卷 2《梁书·太祖纪二》，第 34 页。

⑤饶有趣味的是，《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78 页）载：“四月丙寅朔。癸巳，帝遣晋国夫人可证传诏谕全忠，言中宫诞蓐未安，

取十月入洛阳宫。全忠意上迟留俟变，怒甚，谓牙将寇彦卿曰：‘亟往陕州，到日便促官家发来！’”而同一史事，《旧五代史》卷 2《梁

书·太祖纪二》（第 35 页）站在后梁开国皇帝的立场上改写为：“是时，昭宗累遣中使及内夫人传宣，谓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

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陕州小藩，非万乘久留之地，期以四月内东幸。”史怀梅（Naomi Standen）《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

举》（曹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73 页）指出：“《旧唐书》的纂修者乐于表彰那些转而效忠于唐的人，因为宣扬他们

先辈的正统性也为他们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

⑥本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5 册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第 84 页）“梁晋岐卢龙等镇

 （梁开平二年、晋天祐五年）”以及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图Ⅰ-1 907 年后

梁等政权辖境政区示意图”修改制作而成。

⑦《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82 页。

⑧《旧五代史》卷 2《梁书·太祖纪二》，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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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部领域−周边军事领域的构成模式”，①因此，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迁都洛阳后，李茂贞进逼长

安的军事行动或许已在性质上悄然发生变化，原来争取胁迫天子，如今倒退为帝去城空，师出无名；原来

围困京畿、撼动全国的战争，如今随着都城的远去成为边缘地带的局部军队行动。至于朱温灭唐建梁，

 “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唐）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②或曰改京

兆府为大安府。③空间距离上，大安府距离后梁首都开封更为遥远，再也不复关中帝王都之势。

伴随着首都的迁移和天子的远去，原京畿之地变为边缘地带，李茂贞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旧唐

书》记为天祐元年六月“甲午朔，邠州杨崇本侵掠关内，全忠遣朱友裕屯军于百仁村”，“七月癸亥朔，

全忠率师讨邠、凤”。④如不加深究，此条材料极易使人产生杨崇本率本州兵马侵掠关内的印象。但《旧

五代史》记为：“六月，帝遣都将朱友裕率师讨邠州，节度使杨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遂朝于洛

阳。”七月“乙丑，帝发东都。壬申，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遣制以辉王柷为嗣。乙巳，

帝自河中引军而西。癸丑，次于永寿，邠军不出。九月辛未，班师。”⑤《 新五代史》记为：“六月，杨

崇本复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声言讨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行弑，昭宗崩。”⑥《 资治

通鉴》则记为“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即杨崇本）传檄合兵以讨朱全忠；全忠以镇国节度使朱友

裕为行营都统，将步骑击之；（胡注：当是时，蜀兵不出，朱全忠之兵力不能及也，令朱友裕击岐、邠

耳。）命保大节度使刘 弃鄜州，引兵屯同州。（胡注：刘 在鄜州，逼近李茂贞、继徽，声援不接，故

使弃鄜还屯同州，与朱友裕合势。）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讨茂贞等。”⑦综合来看，天祐元年（904）

六月战事中的关键人物是杨崇本，天复元年（901）十一月曾以邠州降朱温，现在又回归李茂贞的阵营合力

攻打朱温。胡三省认为邠、岐连兵的根本原因是朱温“渔色”，⑧“ 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归之。崇

本怒，使谓李茂贞曰：‘唐室将灭，父何忍坐视之乎！’遂相与连兵侵逼京师”。⑨《 资治通鉴》为我们

呈现了两条至关重要的线索：（一）杨崇本倒向李茂贞，邠州回归秦岐势力范围；（二）朱温命刘 从鄜

州撤到同州。两条线索均在天佑元年，再观“图 1”，李茂贞僭行墨制所置乾、耀、鼎三州，正位于邠州

与长安京兆府之间；而翟州刚好处于刘 从鄜州回撤同州的交通要道的中间位置。⑩因此，我们基本可以

得出如下判断：李茂贞所置四州均发生在天祐元年六月以后。

传世文献所载有关史事的精准时间往往很难判定，而出土墓志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作进一步定位。新

出李茂贞之孙、李继徽之子李彦璋墓志即为显例：

　　东平悖逆，举兵内向，圣驾幸于岐阳。……帝念其忠孝，诏改安塞军为卫国军节度使，仍就加太保，兼

以绥、丹二郡割隶焉。……洎国朝沦陷贼庭，皇都逆竖占据，甸服之内，蝟聚蜂屯，巨寇将有窥觇邠凤之

志，乃于奉天城实兵仗，蓄粮储，深池壕，坚城垒。岐王乃命中令（李继徽）为六道行军司马，署公（李彦

璋）六道都指挥使。奉天城自德宗巡幸后，雉堞壮观，士卒骁锐，虽贼泚与巢之盛，数年间终不能侵犯。公

督励将卒，申明赏罚，不及一旬，遂克坚垒，屠贼万余众，斩将百余级。奉天置守宰，振旅而还。属大君钟

平阳之酷，剧寇袭石头之僭，海内无复朝廷之命矣。岐王遵先天子绢书寄讬，恭行制命，乃承制加平章

事。未几，复加检校太傅，兼侍中，余如故。方深繄倚，遽遘沉疴，以天复八年十一月廿五日薨于位，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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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帝国的中心和周边：从财政史的观点出发》，《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30 期，2008 年。

②《旧五代史》卷 3《梁书·太祖纪三》，第 48 页。

③《五代会要》卷 19《京兆府》，第 309 页。

④《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81−782 页。

⑤《旧五代史》卷 2《梁书·太祖纪二》，第 36 页。

⑥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 1《梁本纪·太祖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9 页。

⑦《资治通鉴》卷 265“唐昭宗天祐元年六月条”，第 8634 页。

⑧《资治通鉴》卷 262“唐昭宗天复元年十一月条”，第 8564 页。

⑨《资治通鉴》卷 264“唐昭宗天祐元年正月条”，第 8626 页。

⑩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总目 第 1 卷 京都关内区）图六《唐代关内道交通图》，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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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①

墓志中“诏改安塞军为卫国军”，“安塞军”即“宁塞军”，但史籍未明改安塞军为卫国军的确切年

代，当在乾宁四年（897）之后。②据墓志，又可将改卫国军的时间精确到天复元年（901）昭宗幸凤翔之

后。“国朝沦陷贼庭，皇都逆竖占据”当指天祐元年（904）闰四月迁都洛阳；“巨寇将有窥觇邠凤之志”

当指朱温率军讨邠州、凤翔；“大君钟平阳之酷，剧寇袭石头之僭”借西晋怀帝、愍帝被虏至平阳而西晋

灭亡，刘裕于建康称帝建宋而终结东晋，指代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建梁称帝。则墓志所载奉天城战事

发生天祐元年六月至八月期间。而志主于天复八年（908）十一月去世，则卫国军节度使李彦璋参与的奉天

城之战，就发生在李茂贞以奉天县建置的乾州。墓志生动展现了当时的战况，“屠贼万余众，斩将百余

级”，姑且不论是否溢美与夸大甚至歪曲事实，但时间与空间信息的真实性值得高度重视。

天祐元年六月，朱温率军讨邠州、凤翔；八月昭宗遇弑；至九月，凤翔、邠州坚壁不出，朱温无功而

返，因此很有以出师为名行弑君之实的嫌疑。此后的两年，关西战事相对沉寂，而朱温则在其他地区不断

扩大地盘。至天祐三年（906）“十月辛巳，杨崇本会凤翔、泾原、鄜延、秦陇兵以讨朱全忠，战于美原，

败绩。”③《 资治通鉴》记载稍详：“（九月）静难节度使杨崇本以凤翔、保塞、彰义、保义（保大）之

兵攻夏州，匡国军节度使刘知俊邀击坊州之兵，斩首三千余级，擒坊州刺史刘彦晖”；“（十月）夏州告

急于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刘知俊及其将康怀英（贞）救之。杨崇本将六镇之兵五万，军于美原。知俊等

击之，崇本大败，归于邠州”；“十一月，刘知俊、康怀贞乘胜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

事，以怀贞为保义节度使。西军（邠、岐军）自是不振。”④如“图 1”所示，美原县地处岐、梁交界的

最前线，且位于通往邠州的交通要道之上，观李茂贞所置四州可以发现，原属京兆府的奉天县、华原县、

美原县与原属坊州的鄜城县，自西北至东北，环围长安。梁、岐交战对峙期间，双方即以乾州、耀州、鼎

州、坊州、翟州为边界，亦可见增置属州在权力角逐、军事战略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各核心势力不断兼并

弱势藩镇，其势力范围的外延必定会互相接触、碰撞，并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边界。强藩选择在边界地带

增置新州，从藩镇军的结构和驻防体系上看，主要是可以向新置州派驻镇将，⑤迅速而有效地提高边界地

带的军事防御能力。对于藩镇而言，增置属州的意义还在于敌方必须逐个攻取属州而非仅仅拿下治所州，

才能真正控制全镇。⑥由此，我们可以大体断定李茂贞建置四州当发生在杨崇本大败之前，即时间下限为

天祐三年十一月。否则十一月之后，鄜坊易主，李茂贞绝无机会再新置翟州。总之，我们认为，四州建置

的时间区间在天祐元年六月至天祐三年十月，这与“表 1”所列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置耀州、鼎州毫不冲

突。另外，由于翟州在天祐四年（907）四月唐朝灭亡之前即已归入朱温的势力范围，所以到后梁开国之

时，四州之中只有乾、耀、鼎三州还处在岐、梁边界线上。⑦

五代前夜：秦岐置州所见唐末“地缘政治”

 

①承蒙王庆卫赐示《唐故卫国军节度使充延丹绥等州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西郡开国伯食邑二千户

李公墓志铭并序》拓片照片，并参见段志凌《新出五代〈李彦璋墓志〉所见秦岐政权军事史−兼谈与此志相关假子的本名问题》（杜文

玉主编：《唐史论丛》第 25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 年），谨此致谢。

②光化元年（898）渭北鄜坊“更保塞军节度曰宁塞军节度，后又更名卫国军节度”。（《新唐书》卷 64《方镇表一》，第 1791 页）赖青寿

先生在《资治通鉴》卷 261“唐昭宗乾宁四年正月条”胡三省注、吴廷夑《唐方镇年表》存疑的基础上指出改宁塞军在乾宁四年（897），

 《新唐书·方镇表》误后移一年。参见赖青寿：《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 199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49 页。

③《新唐书》卷 10《哀帝纪》，第 305 页。

④《资治通鉴》卷 265“唐哀帝天祐三年十月条”“唐哀帝天祐三年十一月条”，第 8663、8664 页。

⑤参见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將》，《東洋學報》26：4、27：1·2·3，1939、1940 年，收入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東洋

史学論集》第 1 卷《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 年；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索介然译，刘俊文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4 卷 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日野開三郎：《五代镇将考》，索介然译，刘俊文主

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5 卷  五代宋元），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

1978 年；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⑥何灿浩：《唐末的州》，《唐末政治变化研究》，第 50 页。

⑦侯甬坚先生曾针对魏蜀间国界线两侧进行的作战双方争夺、用兵方略、军事部署等现象分析蜀国西强而魏国东强的战局特点，值得借鉴，

参见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157−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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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在国疆的意义上将唐与周边诸邻国的分界视为“国界”，①而国境之内各区域之间的边界则是

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但是，如果跨过“五代前夜”，从 907 年后梁建立开始，梁政权的意义已经由唐帝

国境内的一个区域转变为和唐等同的帝国，而 907 年以前朱温与其他强藩势力范围的界线从此就要上升到

国界的层面来看待了。但是，岐王势力范围的特殊性又在于，其在朱温时代既未成为与梁并立的王朝，也

未成为梁的臣属和附庸。那么，在梁立国前夕，李茂贞在与梁、岐接壤之地的一系列举措，到底是要提升

到强藩与强藩的高度，还是政权与政权的高度？

论述至此，我们通过李茂贞建置四州已经逐渐看到一条边界线的出现。史怀梅曾对边界、边疆和分界

线三个概念作出定义：边界（border）“是在和平谈判中主要通过协商确定的、基本精确的并可供商榷的

分界线”；边疆（frontier）“是横跨边界线两边的界限模糊的地理区域”；分界线（boundary）“没有空

间的含义，它完全存在于特定一群人的脑海中”，“是一个纯粹精神上，有时也是情感上的概念，所以它

没有固定的标准”，“总在不断移动”。②潘晟将宋与辽、夏诸国划分疆域时使用的“地界”“疆界”

 “界至”“封界”等概念统称为“界至”，对“边界”的定义也相对宽松：“指某一空间单元或群体与另

一个空间单元或群体之间的分界线”，“就政治边界而言，其界定是为了明确一个国家宣称领土所限定的

主权界线”。③此外，史怀梅还对“边界”与“政治空间”有深入的剖析：“目前，我们构建世界的主要

方法就是用边界将地球表面分割成独立的领土，每一块领土都造就一个经过严格界定（不一定无可争议）

的政治空间。现代的边界线标志着一个特定国家或地方政权的界限和范围。边界线在空间上和政治上划分

了彼此的国家主权，正是依靠对这一基本概念的普遍接受才使得今天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得以存在。”④

史怀梅指出，“从唐（618−907）亡到澶渊之盟（1005）的一个世纪里，在辽（907−1125）与北宋

 （960−1126）两国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边界线。”⑤而李茂贞建置四州，就发生在 904−907 年

之间。因此，我们认为梁、岐之间因为战争产生的切实存在的“分界线”已经逐渐向“边界”的性质转

化，虽然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异民族之间国与国的边界。葛兆光指出“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

是民族和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并称宋代中国“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或曰“边界

的浮现”。⑥那么，我们能否这样理解，李茂贞建置四州所界分出的岐、梁“边界”，已经是近代民族与

国家语境下“边界”的雏形或者早期形态了呢？

三、从“奏置”到“僭置”

州县置废主导权的转移可以视为衡量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弱变化的一项重要标准。⑦安史之乱与黄巢

起义两次大规模的动乱是唐代后期地方政治史的重大分水岭，深刻改变了唐朝的地方格局与行政体制。

安史至黄巢之间，朝廷有意识地采取以藩镇制藩镇的政策，通过授予节钺维持相对稳定的平衡和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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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耕望：《唐代盛时与西南邻国之疆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9 本第 4 分，1988 年；《唐代北疆直接领辖之境界》，

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 年；俱收入严耕望：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②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第 26−27 页。另，侯甬坚先生曾对分界线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其特点、形状特征、依附物

分类、确定法、分界点等问题，参见史怀梅：《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1995 年。

③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291 页。

④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第 28 页。

⑤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第 2 页。

⑥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9 页。

⑦张达志：《昙花再现：唐代溵州置废的政治地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另参王寿南：《从藩镇之选任

看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对地方之控制》，《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6 期，1988 年；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 9 世纪

中所处之政治困局》，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12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此外，鲁西奇先生指出，“在文献记载中，新

县的置立，均是由朝廷、割据政权和地方官府主导的。”参见鲁西奇：《新县的置立及其意义−以唐五代至宋初新置的县为中心》，

 《唐研究》第 19 卷，2013 年，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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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①但延续十年的黄巢起义直至中和四年（884）才最终结束，经此冲击，朝廷已经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藩镇之间的平衡状态也被彻底打破，“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

皆无所禀畏矣。”②此后二十三年间的地方形势，唐廷几乎完全失控，制约藩镇的权威力量早已不复存

在。但是，二十三年之间，能够直接取代唐朝的势力尚未形成，新的统一和权威的建立还有待时日，③于

是兼并与战争首先不是通向统一，而是打破旧的平衡，完成地方的独立化。④藩镇兼并最直接的驱动力在

于扩大地盘，而拓地最直接的效用在于扩充军队，增强实力。因此，藩镇对地方控制权的争夺集中体现在

对州的争夺上，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州，在藩镇相攻过程中频频易主，变动颇为剧烈。⑤经过二十

多年的相攻与兼并，地方独立化在唐朝灭亡前夕已经基本完成，并逐渐在独立化的基础上转向对“外”扩

张，并积极寻求对政局和朝政的控制权。

唐代后期地方政治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由中央主导到地方主导的转折轨迹。藩镇时代中央掌握主导权，

多采分镇的手段；⑥地方掌握主导权，则会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兼并扩张，形成强藩。⑦而在州县置废层

面，若由中央主导，则会存在“朝廷授意−地方执行−地方反馈”或“地方申请−朝廷核覆−批准执行−地

方反馈”等行政流程。反之，若由地方主导，则会出现强藩胁迫朝廷、强藩行墨制、强藩假传圣旨等模

式。当然，地方叛乱期间的自行置废州县也广泛存在，因溢出本文的论述框架，故不赘述。

 “表 1”地志材料的记载中，频繁出现“奏置”、“表置”的提法，凭此只言片语实在无法还原州县

建置的操作流程，但若与李茂贞“僭行墨制，建置某州”（简称“僭置”）的提法相比，或能适度有所展

开。“奏”与“表”字义类似，奏指臣进于君以言事，表指臣对君有所陈请。《文心雕龙》所谓“言事于

主，皆称上书”，“汉定礼仪，则有四品”，“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⑧在州县

建置的适用场合与史料记载中经常混用，并无特意的区分。

 《唐大诏令集》收录六篇朝廷颁布的建置州县诏令：高宗总章元年（668）《置乾封明堂县制》，武周

天授二年（691）《置鸿宜鼎稷等州制》，宪宗元和五年（810）《置宥州敕》，元和十年（815）《置行蔡

州敕》，元和十二年（817）《置遂平县敕》，武宗会昌三年（843）《置孟州敕》，⑨均为朝廷主导的置

州或置县。⑩其中“各令所司处分奏闻”等语，说明此等州县建置属于朝廷自上而下地推行贯彻。特别是

天授二年七月九日，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二年，下制置鸿、宜、鼎、稷四州，并于同月二十八日颁敕执

行⑪：“以武功为稷州，割奉天、始平、盩厔、好畤等五县隶焉。以云阳为鼎州，割三原、泾阳、醴泉等

县隶焉。以零口置鸿州，以庆山、渭南两县十二乡，于郭下置鸿门县，割庆山、高陵、栎阳、渭南等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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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唐代藩鎮の研究−》，東京：三省堂，1942 年，收入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

集》第 1 卷《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1980 年；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 19 卷《唐末混乱史考》，東京：三一書房，

1996 年；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1978 年；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2010 年。

②《资治通鉴》卷 256“唐僖宗中和四年七月条”，第 8313 页。

③王赓武指出，“唐朝最后二十年内，数位行伍出身的节度使试图依靠武力营造一个新的权威来源，最大的赢家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参见

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第 44 页。

④何灿浩：《唐末地方的独立化》，《唐末政治变化研究》，第 40 页。

⑤张国刚、何灿浩：《略论唐末藩镇的兼并》，本书编委会编：《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第 400−404 页。另，此文以《唐末藩镇的兼并》为题收入《唐末政治变化研究》一书。

⑥张达志：《分镇与徙治−兼论中晚唐藩镇与州的博弈进退》，《安徽史学》2011 年第 4 期。

⑦何灿浩：《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2 卷，2000 年；收入《唐末政治变化研究》。

⑧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 5《章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406 页。

⑨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99《政事·建易州县》，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498−501 页。

⑩后三篇诏令与朝廷征讨叛逆藩镇密切相关，参见张达志：《昙花再现：唐代溵州置废的政治地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6 年第 5 期；《肥乡之役与孟州之置−唐武宗朝地方秩序的重整》，《史林》2015 年第 1 期。

⑪岑仲勉针对“开元九年张说奏置麟州”有所发覆，认为奏置州县过程中存在“奏”与“置”的时间差。参见岑仲勉著、陈达超整理：

 《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第 176 页。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时注意地志材料中州县置废史料记载的是“奏”的

时间，还是“置”的时间，二者应该如何区分，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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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焉。以永安置宜州，割同官、富平、美原等四县隶焉。”并特别强调“令地官员外郎周允元充树置

使”。①朝廷为建置州县，特设使职负责前往地方监督执行，此“树置使”之职不见他载，十分难得。地

官员外郎即户部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②如前所述，地方上的州县置废信息正是通过户部

录送至史馆，武则天派地官员外郎充树置使，确保地方严格执行置州之命。因史料匮乏，极难详尽展开，

但正可说明朝廷主导的州县置废在贯彻落实层面有诸多操作程序与执行细节尚未被清晰呈现。

地志材料中唐代后期因“奏”而行的州县置废改易十分常见，但往往过于精简的文字书写与特定体裁

体例的限制使得很多政治信息难以显现，③需要结合其他史书综合体察。

　　（天复元年）闰六月辛巳朔，制以河阳节度丁会依前检校司徒，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等使，

代孟迁；以迁检校司徒，为河阳节度。全忠奏也。仍请于昭义节度官阶内落下邢、洺、磁三州，却以泽州为

属郡，其河阳节度只以怀州为属郡，从之。全忠又奏请以齐州隶郓州，从之。④

 《旧唐书·昭宗纪》的这段记载非常典型，如所周知，天复元年正月昭宗反正后，梁王朱温的权势与

日俱增，虽尚未迁都洛阳，但凡有奏请，昭宗皆准。若从地志材料的书写模式来看，基本无法展现这一整

套的人事调整与属州改隶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联系，也无法展现推行这一政令的主观意图是出于朝廷还是

出于强藩。如引文所示，属州改隶虽然名义上出自朝廷，朱温仅为奏请，但实际上全出朱温之意，从本质

上与凤翔围困期间李茂贞僭行墨制建置四州并无二致。那么，同样出自地方意志为主导的州县建置，为何

有的记成“奏置”“表置”，有的却记成“僭置”呢？

观“表 2”可知，不同史籍记载州县建置时对“奏置”与“表置”确无使用上的区别，具体行政流程

的差异在表中所列史料记载上亦未作特意区分，说明后世书写者对同一史事中的“奏置”与“表置”在理

解上趋于混同。其中建置州县所涉四人，加上李茂贞，一共五人。唐末政局动荡，史料零碎不成系统，为

何只有这五人所奏置或僭置的州县信息能够得以保存、流传并载入史册？是因为其他地区完全没有州县变

动？还是因为唐末史馆及其情报录送体系已不能正常运转？还是因为这五人所代表的地方权力中心对五代

至宋产生重要影响才有选择性地予以保留？显然，前一种可能性十分微小，后两种可能性也含有明显的推

测成分。但这一看似无解的问题却可以提示我们关注什么样的材料能够进入五代、宋人的书写视野。上列

四人，朱温建立后梁，李克用建立后唐，王建建立前蜀，均为五代时期重要政权的开创者；只有义武节度

使王处存不是，但亦为地处幽州、成德之间的重要势力。与此四人相比，为何宋人编撰的《太平御览》

 《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长安志》将李茂贞“僭行墨制”的行为重点突出？若再细分，只有

 《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使用“僭行墨制”的表述，《新唐书·地理志》《长安志》则使用“墨制”

的表述，并未加“僭”字。

　　昭宗自秦迁洛，（卢汝弼）时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时梁祖凌弱唐室，殄灭衣冠，惧祸渡河，由上党归

于晋阳。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许承制授将吏官秩。是时藩侯倔强者，多伪行墨制，武皇耻而不行，长吏

皆表授。及庄宗嗣晋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补之命，皆出汝弼之手。⑤

 《旧五代史·卢汝弼传》的这段记载非常有趣，其中特别提到昭宗曾许李克用承制授官，当时的普遍

情况是藩帅“多伪行墨制”，而李克用不耻与之为伍，长吏授官皆“表授”。显然，在此语境之下，“伪

行墨制”与“表授”是相对立的。而李存勖嗣晋王时，“承制置吏”，由卢汝弼起草制命。考《旧五代

史·张承业传》，恰亦载此事，“时庄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于卢汝弼之手。”⑥两相对照可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09 Sep  2019

 

①《唐会要》卷 70《州县改置上·关内道》，京兆府条，第 1471 页。

②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 6《尚书户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64 页。

③如传统史籍撰述的行文特点是经常省略主语，因此，史籍所见州县置废的主体往往游离不定，或许通过排比地志材料中所使用的措辞，并

排除文体体裁的限制，能够部分解决主体缺位的问题。

④《旧唐书》卷 20 上《昭宗纪》，第 773 页。

⑤《旧五代史》卷 60《唐书·卢汝弼传》，第 809 页。

⑥《旧五代史》卷 72《唐书·张承业传》，第 9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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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所谓“承制置吏”，就是“行墨制”之意，①同样与“表授”不同。②但与李克用所不齿的“伪行墨

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表 2    唐末强藩奏置州县史料表

州县 史 料 出 处

宪州

 “旧楼烦监牧也。元隶陇右节度使，至德后，属内飞龙

使。旧楼烦监牧，岚州刺史兼理。贞元十五年，杨钵为

监牧使，遂专领监司，不系州司。龙纪元年，太原李克

用为晋王时，奏置宪州于楼烦监。”

 《太平寰宇记》卷 42《河东道三》，第 890−891 页。

 “本楼烦监牧，岚州刺史领之。贞元十五年别置监牧

使。龙纪元年，李克用表置州。”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第1005页。

祁州

 “景福二年，定州节度使王处存，奏请于本部无极县置

祁州。”
 《旧唐书》卷 39《地理志二》，定州条，第 1511 页。

 “本无极县地，唐景福二年二月于此置祁州，从定州节

度使王处存之请也，仍割无极、深泽二县以属焉。”
 《太平寰宇记》卷60《河北道九》，第1237页。

 “景福二年，节度使王处存以（无极）县及深泽表置祁

州。”

 《新唐书》卷 39《地理志三》，定州无极县条，第

1019 页。

辉州

光化三年正月“癸卯，朱全忠奏：‘本贯宋州砀山县，

蒙恩升为辉州，其地卑湿，难葺庐舍，请移辉州治所于

单父县。’从之，仍赐号为崇德军。”

 《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第766页。

 “（宋州）砀山县，光化二年正月，朱全忠表建为辉州，

移治所于单父县。”

 《唐会要》卷 70《州县改置上·河南道》，宋州砀

山县条，第 1488 页。

 “光化二年，朱全忠以砀山、虞城、单父，曹州之成

武，表置辉州。三年置崇德军。”

 《新唐书》卷 38《地理志二》，宋州砀山县条，第

990 页。

 “唐末以宋州之砀山，梁太祖乡里也，为置辉州，已而

徙治单父。后唐灭梁，改辉州为单州。”
 《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单州条，第740页。

 （阆州）岐

坪县

 “（岐坪县）本隶利州，开元二十三年来属，宝历元年省

入奉国、苍溪，天复中，王建表置。”
 《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第1039页。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孟知祥曾向明宗上表求行墨制：

　　知祥别表：“两川部内将校、州县官员，缘地里遥远，一时奏报不暇。乞许臣权行墨制，除补讫闻

奏。”与知祥诏曰：“……许行墨制，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后当闻奏。”③

清钱大昕在胡三省的基础上指出：“墨制犹云墨敕，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④换言之，

 “表授”出自中书门下，是最为规范的颁诏授官程序；“墨制”或“墨敕”则由天子或禁中直接发出，以

墨笔书写，不加中书门下朱印，不经外廷宣覆，但也需要遵行相应的上报程序。⑤唐末墨制更成为“天子

临时授以某人对某事负有专权的代名词”，特别是中央政令不行，藩帅多采取先自行任官，再表奏获准的

方法。⑥

在此认知基础上，我们可以适度推测，宋人编修史籍时，所能见到的唐末流传下来的有关州县建置的

五代前夜：秦岐置州所见唐末“地缘政治”

 

①游自勇曾论证墨制与承制是一样的，只不过墨制在文体上更为庄重正式一些。参见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

 《历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②承蒙古丽巍女史提示区分厘清上行文书“表奏”与下行文书“表授”的重要意义，谨此致谢。

③《册府元龟》卷 178《帝王部·姑息三》，第 2147 页。

④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 6《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陈文和主编，祝竹点校：《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6 卷，南京：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7 年，第 152 页；《资治通鉴》卷 208“唐中宗神龙元年四月条”，第 6589 页。

⑤参见叶炜：《唐后期同时上呈皇帝、宰相类文书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

华书局，2014 年。

⑥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第 76−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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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朱温、李克用、王建、王处存四人的奏置州县，在行政流程上属于先上奏再批准再执行，且有可

能有奏文、制文等原始文本保留下来，宋人将其内容压缩改写成各种体裁所需的文字。而李茂贞置四州属

于先行墨制置州但却没有上报朝廷备案，两种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别，所以宋人在处理时十分慎重，特意区

别对待。当然，这种推测的前提是即便到唐末，地方与中央之间行政文书的上传下达依然畅通。同时，如

果唐末墨制（墨敕）除官成为皇帝授予藩镇任命官吏的特权而普遍存在，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

旗打贼时”，①且藩镇墨敕授官后必须上报朝廷，②那么在州县增置问题上的“奏置”“表置”与“墨

制”均属于正常的行政运作流程。唐末地方权力的扩大化，使得墨制不仅用于辖内任官，还扩展到政令运

行的各个方面，包括变更行政区划。③唯一的差别是在李茂贞行墨制之前加一“僭”字，既然是“僭行墨

制”或“伪行墨制”，应该指假借皇帝旨意授官而不在授官后上报朝廷，后世也就不会有官方档案可查。

那么，宋人见到的原始材料或许不是事后上报的文书，而极有可能是来自其他途径的间接记载。果真如

此，“僭”字又很可能蕴含宋人的价值评判，《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均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

 （976-984）年间，《新唐书》《长安志》则成书于约一百年以后，或许含有太平兴国年间对唐末五代诸地

方政权在评价标准上的时代烙印。但是，存在明显悖论的是，朱温篡唐称帝后，李茂贞并未向梁称臣，亦

未称帝，其所有除授官吏及州县改置等行政程序，均需在沿用唐朝年号的前提制约下采用“行墨制”的方

式推行，但“行墨制”后的上报朝廷这一步却因唐朝灭亡又未向梁称臣而无处可报。所以，从逻辑上看，

唐朝灭亡直至李茂贞向后唐称臣期间所有的“行墨制”都是“僭行墨制”，在这一意义上似乎又并不存在

价值评判的问题。是否如此，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四、从“地方”到“地缘”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反观“五代前夜”，敌对的交战双方到底谁代表中央？如果说当时已无相

对于地方的中央，那么各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定性，作何理解？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经常出现对一些

基本概念、范畴、方法的不假思索，用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模糊处理笼统涵盖其研究内容，最终呈现的

往往是似是而非的自圆其说。因此，我们在使用诸如“地方”“地域”“区域”等基本概念时，非常有必

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范畴界定和理论检讨。④三者虽都表示空间概念和空间范围，但更为具体的差别如何体

现？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如何采用相应的视角和方法？均值得重新反思。当我们跳脱出将“地方”作为“中

央”的参照物或对立面，重新思考“地方”的含义并赋予其更多的“场所”与“空间”意义，⑤或许能够

迸发更多的问题意识。其中，“地缘”概念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思考角度。

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

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也就是说，“地缘”概念是相对于全世界范围而言的，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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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705 黄涛《寓题》，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8115 页。

②中村裕一：《唐末藩鎮の墨勅除官とその文書》，收入《唐代制勅研究》附節Ⅷ，東京：汲古書院，1991 年；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

五代的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③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第 79 页。

④包伟民对地方史、地方政治史作过深刻的理论检讨和反思，参见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

 “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 11 卷，2005 年；《“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 年第

3 期。侯甬坚先生对区域概念、区域观念、区域类型、区域层次等作过系统梳理，参见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

1995 年。鲁西奇对地理学中的“区域”以及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作过详细考察，参见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

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后更进一步思索空间维度下“区域”“地方”与“地域”三者在观念与方法上的

区别与联系，参见鲁西奇：《区域、地方与地域：空间维度下的历史研究》，《长江中游的人地关系与地域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

社，2016 年。金发根对地域观念与地域文化在中古的转变作过深入研究，参见《中国中古地域观念之转变》，台北：兰台出版社，

2014 年。

⑤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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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本关系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地缘政治学又称国际关系的地理学。①而落脚到中国古代

史中的隋唐五代史，学界近年也在逐渐接受并使用“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但具体所指却与政治地理学中

的“地缘政治”存在显著的差别。以杜文玉为代表的研究取向是将地缘政治理论延伸到国内政治研究，用

于研究各个地缘政治区域的战略地理区域结构，以及其在全国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②按

照成一农的界定，“地缘政治结构”指的是受政治制度、政治环境等政治要素制约而形成的地理空间结

构。对于中国古代来说，地缘政治结构主要指的是地方行政制度约束下所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层级结构，政

治环境造就的行政区地理空间结构，以及监察区划的地理空间结构等等。③方铁则将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

观区分为全局地缘政治观与边疆地缘政治观，边疆地缘政治观遵循“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视内地与边

疆的关系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④而李鸿宾试图努力区分当今民族国家与古代王朝国家，并在“地理区

位”意义上借用“地缘政治”概念探讨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论述主体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政治势

力。⑤由此可见，国内外相关研究最直接的差别在于一为“国际政治”，一为“国内政治”。而我们在本

文中所希望借鉴的是基于“国际政治”话语的“地缘政治”思路。

在地缘政治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突出中央控制与中央失控之于地方的巨大差异。中央控制下中央与地

方的关系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是所谓“国内政治”的主要内容；而中央失控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

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纳入“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中进行探讨。具体到唐末五代时期，强藩与强藩

之间、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准国际关系”，或者“准国际政治”。也就是

说，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中央王朝式微或者行将瓦解之时，各地方势力力图挣脱“中央−地方”架构的双边

与多边关系及其历史实态。

黄巢起义以后，藩镇长年相攻兼并，形成以朱温、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为代表的区域性

地方权力中心。其中，朱温的兼并始于中和四年（884），终于天复元年（901），先后取昭义、平河朔、

取河中、伐河东，最终攻河东未克班师，兼并战争结束，奉密诏入关，转入对朝政控制权的争夺。而李茂

贞的兼并以凤翔为核心，渐次扩及河西与山南，⑥“茂贞破杨守亮取兴元，而邠、宁、鄜、坊皆附之，有

地二十州”。⑦在兼并的同时，李茂贞还从大顺（890−891）至天复（901−903）年间，“恃勋恣横，擅兵

五代前夜：秦岐置州所见唐末“地缘政治”

 

①参见哈·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论后美国时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王逢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

索尔·科恩（Saul  Bernard  Cohen）：《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年；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刘从德：《地

缘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王志刚：《地缘政治视野中的中国革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此

外，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先生对泰国国家感、国家边界、国家认同的研究，可为我们借鉴“地缘政治”概念提供有益

的启示：“暹罗地缘机体出现的另一面是帝国主义者对‘他者’空间的塑造。通过外交和军事征服，它们确定了自己的殖民地的统治范

围，从而将暹罗统治空间的界线加以限定。暹罗周边的他者也在相同的过程中被具体化和限定。”参见《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

历史》，袁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第 162−163 页。

②杜文玉：《隋唐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其特点》，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 13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年；《“我群意识”

与大唐帝国的崛起−兼论“我群意识”对西北地缘政治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唐末五

代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人文杂志》2011 年第 2 期；《宋金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史学月刊》2011 年第

7 期；均收入杜文玉：《唐宋史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 年。贯通性的集合研究参见杜文玉主编：《西北地区历代地缘政治

变迁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另参见姚晓瑞：《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及模式研究》，《人文地理》2008 年第

1 期；陈彦光：《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国地缘政治格局成因和影响的历史分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③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8 页。

④方铁：《论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李勇先主编：《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 年中国地理

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4−15 页；后收入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

7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⑤李鸿宾：《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人文杂志》2011 年第 2 期。

⑥王凤翔：《晚唐五代李茂贞割据地域考述》，《兰州学刊》2011 年第 7 期；收入《中古变革与地域社会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5 年，第 260 页。

⑦《新五代史》卷 40《杂传·李茂贞传》，第 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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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伺，颇干朝政，始萌问鼎之志”。①频繁干政招致其他强藩的敌视。②天复元年十一月，双方开始发生

碰撞，朱温引四镇之兵屯于岐下，重沟复垒，围困凤翔，成为李茂贞兼并形势急转直下的转折点。在梁、

岐对峙的过程中，兼有两川的王建利用岐、梁之争，乘李茂贞无力顾及又力弱不能守之际，于天复二年

 （902）八月取兴元和山南诸州，次年四月复攻李茂贞所据之秦、陇等州，且有意不取凤翔，“适宜援而固

之”，成为西川之“盾卤”。③区域性权力中心形成并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在各自力量相对均衡的条件

下，以王建为代表的强藩有意维持并存的格局，唐末地方的兼并战争开始趋于保据一方，并逐渐向地方政

权的雏形演变，五代十国的分立局面就是此并存格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虽然朱温最终凭借相对优势取李

唐而代之，但却终究没有可能扫平所有藩镇。

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篡唐的时机终于成熟，建国号大梁，改元开平。“是时惟河东、凤翔、淮

南称‘天祐’，西川称‘天复’年号；余皆禀梁正朔，称臣奉贡。”④不仅如此，后梁建立以后，李茂贞

还与西川王建、河东李克用先后于 907 年、908 年、910 年发起三次“伐梁复唐”的攻打朱温的战争，⑤

但均因各怀异志且实力不济而无力撼梁。虽然后梁一直认可李茂贞岐王的封号，甚至还在开平四年（910）

二月以“岐王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⑥但终后梁一朝，岐王均未称臣，故史传记述“茂贞疆土危蹩，

不遂僭窃之志，但开岐王府，署天官，目妻为皇后，鸣鞘掌扇，宣词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之正

朔焉”；⑦墓志称颂“不改二十年之正朔，永固一千里之封疆，无愧史官，可光帝载”。⑧直至李存勖灭

梁建立后唐并于同光二年（924）入洛后，已至暮年的李茂贞才最终上表称臣，获封秦王，但却于同年去世。

当朱温建国从唐朝体制下的地方势力升格为王朝国家时，凤翔并未承认梁的正统地位，而是依然奉唐

正朔。那么，新时期的梁、岐关系既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又不是君与臣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

在这种格局之下，再来反观李茂贞建置四州时的意图，或许已经不是仅仅出于单纯的军事防御目的。若再

细察朱温开国时各地方势力的态度，还可发现天复四年（904）四月朱温从胁迫昭宗迁都洛阳并改元天祐开

始，便“下制削夺李克用官爵”，胡三省对司马光正统论的笔法表示质疑，“李克用称唐官，用唐年号，

岂梁得而削夺之哉！”对于年号并存，胡三省又注曰：“天复四年，梁王劫唐昭宗迁洛，改元曰天祐。河

东、西川谓劫天子迁都者梁也，天祐非唐号，不可称，乃称天复五年。是岁梁灭唐，河东称天祐四年，西

川仍称天复。”⑨也就是说，迁都洛阳以后的天祐年间，名义上的唐廷完全被朱温所控制，但是，对于各

强藩而言，朱温篡唐称帝之前的这三年，实质上的唐廷已不存在，各强藩与朱温势力之间的关系，与其说

是唐朝体制下各地区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更接近于政权与政权、甚至国与国的关系。而李茂贞所建四州，

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应运而生的。

在“诸侯之强者皆相次称帝”的时代，李茂贞未能称帝，仅“出入拟天子而已”，充分显现其在梁的

重压之下企图称帝又不敢称帝的矛盾心理。⑩在“拟天子”的统治格局中，李茂贞所实际控制的地域严重

收缩，最盛时控二十州（岐、陇、泾、原、渭、武、秦、成、阶、凤、邠、宁、庆、行、坊、鄜、丹、

延、梁、洋）⑪之地，“其被梁围也，兴元入于蜀；开平已后，邠、宁、鄜、坊入于梁，秦、凤、阶、成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09 Sep  2019

 

①《旧五代史》卷 132《世袭列传·李茂贞传》，第 1738 页。

②何灿浩：《唐末方镇干政以及对朝政控制权的争夺》，《唐末政治变化研究》，第 196−199 页。

③《旧五代史》卷 136《僭伪传·王建传》，第 1819 页。

④《资治通鉴》卷 266“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条”，第 8675 页。

⑤参见《旧五代史》卷 132《世袭列传·李茂贞传》；《资治通鉴》卷 266“后梁太祖开平二年”；《资治通鉴》卷 267“后梁太祖开平四年”。

⑥《资治通鉴》卷 267“后梁太祖开平四年二月条”，第 8720 页。

⑦《旧五代史》卷 132《世袭列传·李茂贞传》，第 1740 页。

⑧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编著：《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第 160 页。

⑨《资治通鉴》卷 266“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条”，第 8675 页。

⑩岑仲勉即已指出，唐亡后方镇沿用昭宗年号，“此非唐之犹有遗爱也，彼辈既不愿低首下心于梁，乃求所以抵抗及藉口之术，否则自视基

础未固，暂取观望态度而已。”参见岑仲勉：《隋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419 页。

⑪何灿浩认为李茂贞先后据有的地区达四十州左右，参见何灿浩：《唐末方镇的兼并》，《唐末政治变化研究》，第 144−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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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入于蜀；当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①虽然李茂贞不称帝亦不称臣，但其属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继

续追随之的毅力却受到强烈冲击。后梁末帝贞明元年（915），先后有“（三月）邠州李保衡叛于岐，来

附”；“（十一月，乾化改元贞明）耀州温昭图叛于岐，来附”。②再考二人身份，才发现李保衡为杨崇

本养子，而杨崇本（李继徽）又为李茂贞养子；③温昭图就是前引地志材料所说的李茂贞养子温韬，李茂

贞赐其名李彦韬，至此降梁后复本姓温，名昭图。前文提及曾多次与朱温开战的杨崇本“任邠州二十余

年，去岁为其子彦鲁所毒。彦鲁领知州事五十余日，保衡杀彦鲁送款于帝”。④对于李茂贞而言，邠州倒

戈使其苦心经营多年的岐、梁边界防线形同虚设，如“图 1”所示，邠州降梁，梁的势力范围绕过耀、鼎

二州，成功实现对凤翔的军事重压。李茂贞深知失去邠州的严重后果，于当年五月即遣“泾州节度使刘知

俊率师攻邠州”，“自是凡攻围十四月，节度使霍彦威、诸军都指挥使黄贵坚守捍寇，会救军至，岐人乃

退”。⑤李茂贞围攻邠州长达十四个月，与当年被朱温围困于凤翔十分类似，可见邠州之于凤翔的战略意

义。但是，就在岐军围攻邠州期间，李茂贞的养子温韬又以耀、鼎二州降梁，给李茂贞以致命一击。邠州

归梁后，耀、鼎二州腹背受敌，必难支撑，故于邠州降梁同年的十一月叛岐。“十二月乙未，诏升华原县

为崇州静胜军，以美原县为裕州，以为属郡。以伪命义胜军节度使、鼎耀等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保、

同平章事李彦韬为特进、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静胜军节度使、崇裕等州观察使、河内郡开国侯，仍复

本姓温，名昭图。”⑥此即“表 1”所列地志材料所载梁改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⑦加之后梁开国之

前即已失守的翟州（梁开平三年改为禧州），李茂贞所置四州至此仅余乾州一州，军事防线荡然无存。后

梁的地方统治触角先后进入翟州、耀州、鼎州，对于州县改置的主导权转移到后梁手上，因此才有地志材

料中的相应记载。

五、结 语

黄巢起义耗日持久，将安史乱后唐帝国勉强维系的地方秩序再次击碎，造成实质性的破坏。此后的唐

朝，藩镇互相攻伐，抢夺地盘，在原有藩镇序列之上出现了地跨数镇、身兼数帅的强藩，将唐末的天下划

分成以朱温、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为首的势力范围，并由此塑造了五代十国的基本雏形。⑧

我们选择“五代前夜”这一特殊历史时间，自然是由史料记载的详略程度决定的，同时还受到谢和耐之视

野的影响。“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

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坏。”⑨在大唐帝国即将崩溃的最后时刻，居于梁、岐分界线一侧的乾、耀、

鼎、翟四州的意义，其历史角色的转换、时代背景的转换、并行关系到统属关系的转换、历史书写态度的

转换等方面，均能诱发我们思考更深层次的话题。

虽然李茂贞没有建立正式国号，但行用唐天祐年号长达二十一年，⑩与后梁存亡相始终，其不愿称臣

又不敢称帝的矛盾心理是最值得读史者玩味的。地志材料所载李茂贞“僭行墨制”建置四州之时，朱温的

势力已经具备了作为地方政权乃至王朝国家的基本条件。针对新的形势变化，李茂贞在此前强藩与强藩关

五代前夜：秦岐置州所见唐末“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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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需要考虑的军事攻防、户口归集等问题，到天祐年间是否需要预见即将到来的政权与政权乃至国家与

国家关系中全新的战略考虑，值得引起充分重视。虽然传统的特别是基于宋人历史观念的史书书写所呈现

的历史材料尚不足以支撑起这样一种新的框架，但是，身份、角色以及视角的转换，却能让我们得以窥见

 “表 1”所列极其有限的州县置废史料背后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唐朝地方体制中一国之内各地区的州县

置废，在五代时期则有可能蜕变甚至勾勒出具有边界意义的前沿要地。而将此种意义回溯到唐末地方势力

的崛起过程之中，则是本文的根本出发点。正如王赓武先生敏锐体察到的，“朱温治下的基础组织，在北

中国所有其他节度使治下普遍存在，这种组织的概貌同样反映了他敌对一方的情况”。①这或许就是研究

唐末五代“地缘政治”非常必要的换位思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前后期州县置废比较研究”（12CZS01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On the Eve of Five Dynasties: Geopolitics in Late Tang through
Establishment of Prefectures by Qinqi Regime

ZHANG Dazhi

Abstract:  Huangchao Uprising had really destroyed the local order after Anshi Rebellion in Tang Dynasty.

Since  then  the  military  commissioners  attacked  each  other  and  the  empire  was  divided  into  several  forces

headed by Zhu Wen,  Li  Keyong,  Li  Maozhen,  Wang Jian,  Yang Xingmi,  etc.,  which shaped the embryonic

form  of  late  Tang  to  Five  Dynasties.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of  Empire  Tang,  the  four  prefectures  of

Qianzhou, Yaozhou, Dingzhou, Zhaizhou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hich sided on the border of Liang

and  Qi.  The  change  of  historic  roles,  background,  relationship  from  parallel  to  subordination,  writing

attitude  and  so  no,  all  will  help  to  glimpse  the  more  plentiful  age  connotation  behind  the  fragmentary

materials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olishment of prefectures, and led us to much deeper topics. Without a

dynasty  title,  Li  Maozhen had continued to  use  the  reign  title  of  Tianyou in  Tang for  21  years,  which had

lasted  as  long  as  late  Liang.  He  was  neither  willing  to  acknowledge  allegiance,  nor  dared  to  proclaim

emperor.  His  contradictory  feelings  were  thought-provoking.  As  the  geographical  materials  said,  when  Li

Maozhen  established  four  prefectures,  Zhuwen  had  the  conditions  for  a  local  reign  even  and  an  dynasty-

state. Before Tianyou, Li Maozhen took militaries and population into considerations. But in the period of

Tianyou,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gimes  and  regimes,  even  between  states  and

states. The abolish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prefectures and districts in all regions of Tang Dynasty would

outline the frontier as important as the borderland in Five Dynasties.

Key  words:   late  Tang  to  Five  Dynasties,  Qinqi  Regime,  later  Liang  Dynasty,  establishment  of

prefectures,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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